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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甲午海战后，中国由传统社会变为现代社会的巨大转变渐次发生，知识阶层亦由传统士

大夫阶层渐变为现代知识分子，其对民族文化表现为更为自觉的体认和担当。 就昆曲方面而言，知

识阶层在 20世纪前半叶发挥了主导性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一、在上海等现代城市组织数量以百计

数的各种曲社；二、组织和建立各种类型的戏剧学社、学校或协会，以培训和教育艺人；三、在高等院

校开展曲学授受，在中学则将昆曲列为教育科目，以实现“雅乐”的薪火传承。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

国家权力在文化建构和文化生态的决定性意义已绝非此前可以比拟， 昆曲的传承也被认为应以职

业性的昆曲演员和剧团为主，文人阶层完全退居为边缘性人物，昆曲之生存遂日趋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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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the Sino -Japanese War of 1894 -1895, China was transforming from traditional to

modern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scholar -bureaucrat became the modern literati class and became

conscious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their own responsibility. As to the inheritance of Kunqu Oper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intellectuals played leading roles in three aspects of production: organizing

hundreds of Kunqu clubs in big modern cities like Shanghai, setting up many kinds of societies and

schools to train professional actors, and developing education of Kunqu Opera in universities and middle

schools. Bu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hen the government had crucial significance 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 intellectuals withdrew from these leading positions while the professional actors

and troupes took the leading role in the inheritance of Kunqu Opera. With the marginaliz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s, it became harder and harder for the Kunqu Opera to surv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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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之进退与百年昆曲之传承 *

■ 解玉峰

* 本文许多相关曲社史料来自吴新雷先生主编《昆剧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谨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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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0 年来，有关近代以来昆曲历史及艺术传承的著作可以说已有相当多的学术积累，产生了

多种昆剧史类著作，如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胡忌、刘致中《昆剧发展史》

（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等。 特别是自 2001 年昆曲成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以来，相

关这一问题的论著及硕、博学位论文等都有显著增加的趋势。 从已发表的各种著述看，人们很容易

得到这样一个印象：自 18 世纪后期开始，昆曲先是在所谓“花雅之争”中节节败退，日渐消衰。 至

太平天国战乱结束后，昆曲更趋没落。 如陆萼庭《昆剧演出史稿》即说到“清末民初昆剧极度衰

落”［1］（P.363）。 “大雅”“大章”“鸿福”“全福”四大昆班相继报散后，全中国已无一职业昆班。 故苏州一

批曲家于 1921年集资筹办昆剧传习所，经过五年的训练，培养了近代昆剧史上著名的传字辈演员。

传字辈演员先后以“新乐府”“仙霓社”为班名在上海及江浙各埠挣扎求存，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仙霓社”也最终报散。 1956 年浙江昆苏剧团改编的《十五贯》轰动全国，中国大陆因此相继组建了

六个专业昆剧团，近两百年来昆曲日趋没落的命运才因此发生转折，故有所谓“一出戏救活一个剧

种”。

需要指出的是，现在已发表的各种相关晚清民国昆曲史的研究，大都是以职业戏班———如“全

福”班等四大名班、昆剧传字辈演员为中心，故其所谓“日趋没落”或“命运转折”也都是以职业戏班

或演员为立论的着眼点。

但如果我们把 20 世纪前期文人阶层对昆曲各方面的深度参与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20 世纪

前期的昆曲史则可能完全改观：各地文人组织的各种类型的数量过百的曲社，大量曲谱、曲学著述

的问世，各种戏剧学校、班社、协会的组织创办以及高等院校普遍开展的曲学授受等———20 世纪前

期毋宁视为整个昆曲史极为“繁荣”的一段时期，20 世纪后半叶以来昆曲生存则渐入困境，这其中

文士阶层的一进、一退似是根本性原因。

一、 文人曲社的风雅传承

甲午海战后，惩战争惨败之痛，中国各方面开始努力变革求新，由传统社会变为现代社会的巨

大转变渐次发生，西洋的一些文化、文学观念（包括戏剧观、音乐观等）渐次传入中国。 特别是辛亥

革命后，戏剧、小说开始被视为开通民智、改良群治的有效工具，传统的文学观念逐渐被自西方传入

的新文学观念替代，1905 年的陈独秀即提出：“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天下人

之大教师也。”①

自魏良辅、梁辰鱼等改革“昆山腔”以来，在经济文化发达的江浙地区，文人耽于曲唱者本不绝

如缕。 晚清以来新文学观念输入后，昆曲清唱乃至登台爨演，遂不必再承受过去的道德舆论压力，

或竟为文人风流之一种。

同时，自晚清以来中国政治、经济方面所遭遇的来自境外的侵略和压迫，也促成了知识阶层现

代国家与民族观念的出现，在文化上则表现为对民族文化及“国粹”“国学”的自觉。 新文化运动的

提倡者们急于引进西方文化，乃把新输入的文化称为“新”文化，来自中国传统社会的则视为“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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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这种“新”“旧”区分反倒促成旧阵营对其文化的自觉体认。

故西洋音乐、戏剧的输入，直接促成了“国乐”“国剧”“雅乐”观念的出现。 如清光绪年间江苏昆

山县衙门内经管田赋钱粮的人员组成的曲社本称“东山社”，社友们在宣统元年（1909）则共同倡议

成立“昆山国乐保存会”，后来又以“昆山国乐保存会”的名义编印了老曲师殷溎深整理的《昆曲粹

存》曲谱。 又如俞伯陶、殷震贤等曲家 1924 年 2 月 26 日在上海组织益社昆曲俱乐部，2 月 28 日的

《申报》登载该社活动信息云：

旅沪江浙各省昆曲家俞伯陶、殷震贤等组织之益社昆曲俱乐部，业于前日成立，并投票选举职员。 结

果俞伯陶被选为正会长，殷震贤、吴乐山等被选为副会长，汪颉荀被选为名誉会长。 该社员议决每月开会

一天，会串昆剧，借以提倡国粹。

20年代中期以后，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过，激进的知识阶层大多转向不同趋向的政治革命，一

般的知识人则多能对所谓“新”“旧”文化有兼容并包的胸怀，对包括“旧戏”在内的各种“旧文化”，已

有相当多的同情与尊重。 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组织和参与各种曲社活动，登台演出，不但是文人

的一种文化自娱，同时具有提倡民族文化的意义。

吴新雷主编《昆剧大辞典》（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洪惟助主编《昆曲辞典》（台湾“国立”传统

艺术中心，2002）两大型辞书皆有曲社的著录，从两书反映的情况看，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北京、苏

州、天津、南京、扬州等文化名城，每一城市都有几家、甚至十余家曲社。 《昆剧大辞典》《昆曲辞典》

著录的曲社已有近二百个，如果我们把各地大大小小的昆曲组、俱乐部、游艺社等也计算在内，这一

时间段内的曲社总数可能远不止二三百个。

甲午海战后、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北京、苏州、天津、南京、杭州等东部沿海经济文化发

达地区之所以先后涌现了数量过百的曲社组织，除以上所述文化背景的转变外，也与甲午海战后中

国文人社会身份的转变及当时经济、科技背景密切相关。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国文人如欲晋身社会上层和拥有财富，主要是通过科举、入仕一途。 1905

年 9月 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提倡实学。 清廷诏准自 1906 年开始，所

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至此，千余年来中国文人科举、入仕之途全面终止。

正如当时的中国社会逐步由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一样，中国文人亦由传统的士大夫阶层转型为

新知识阶层。

晚清以来的新型知识阶层主要分布于学界、政界、商界和医界等。 他们或者曾获得进士、举人

或秀才等旧式科举功名，或者毕业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现代大学，或者有海外留学的

背景，故有可能在北洋政府以及后来的南京政府的官僚系统中担任高级职员，或者在南北各高等学

校担任教职，而这样的职业往往有较为丰厚的薪酬，至于从商或从医者也很容易成为体面的中产

者。 20 年代北京大学教授月薪为 400-500 元，公务员一等科员 100 元，小学教师为 30-70 元，拉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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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的车夫 10-20 元，中产阶层家中所雇厨师（含食宿）月得 8-12 元，保姆（包食宿）2-6 元［2］（P.33）。 这

说明，20年代中国脑力劳动者（薪金阶层）与体力劳动者（工资阶层）的收入大约相差 3-10倍。

甲午海战后至抗日战争初期，中国物价相对稳定，故中国新型知识人作为中产阶层的生活一般

还是比较从容悠游的。 40 年代以后因为抗日战争的持续以及国共内战，物价高涨，中国一般民众

（包括知识阶层）的生活才日益窘困。

自现存资料看，甲午海战后、特别是辛亥革命后，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出现的各种形式的曲社，其

成员大多是来自学界、政界的有薪金的新型文人阶层或拥有一定资产的商界、书画界、医界人士。

如 1918 年高步瀛、吴梅等在北京发起的赏音社。 高步瀛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司司长，吴梅任

教于北京大学，同时兼任北京高等师范课程。 赏音社主要成员赵子敬时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统计局

主事、吴承仕时任司法部佥事。 1923 年，王季烈等在天津发起创办同咏社，王季烈为前清进士，当

时在天津经营实业。 主要成员许雨香时任职税务总局科长和清室私产清理处会计科长， 童曼秋任

职天津北宁铁路管理局，恽兰荪、袁寒云皆为贵家子弟。 1935 年 3 月 17 日，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

发起成立谷音社，主要成员有浦江清、唐兰、汪健君、华粹深、许宝驯等，多为清华大学师生［3］（P.480）。

政界人士主导的曲社，最典型的为 1933 年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次长张道藩和行政院秘书长褚

民谊主事的公余联欢社，联欢社戏剧部设立三个小组：京剧组、昆曲组、话剧组，戏剧部负责人红豆

馆主爱新觉罗·溥侗，昆曲组组长为世家子弟甘贡三，时任中央文化计划委员会委员。 又如 1934年，

由江苏省财政厅主任秘书徐公美和建设厅秘书鲁培元在镇江发起成立的京江曲社。 当时的江苏

省府设在镇江，参加者大多是省府各厅局中的公务员。

商界人士主导的曲社以银行业为最多。 如创建于 1921 年的上海银钱业联谊会昆曲组，发起人

沈楚成、周文华、王老泉，社址在南京路劝工银行内，是银钱业中规模最大、活动时间最久的曲社。

又如抗战期间成都银行界人士组成的银联票社昆曲组，银联票社以银行、钱庄、银号的经理、职员为

主要成员。 其他行业的，如 1930 年上海友声旅行社职员组织的友声旅行社昆曲部，抗战胜利后上

海开明书店叶圣陶、 曾永瑞等与同仁发起的开明书店昆曲组，1946 年成立于天津的开滦矿务总局

曲社等。

晚清以来各地曲社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之所以主要是学、政、商等各界的知识阶层，因为昆曲文

字本为中国文学诗、词、曲、赋传统的继续和延伸，其歌唱讲究四声阴阳等规范，非知识阶层如欲真

正理解曲文、按曲唱规矩歌唱，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参与曲社清唱或登台爨扮，也有不少花费。 曲

社一般都会聘请曲师拍曲，聘请曲师的费用一般是曲社社员均摊的。 如欲登台爨扮，则又需置办或

租借戏衣、砌末。 如假戏园演出，则需付价值不菲的租金。 曲社雅集与诗社、词社雅集一样，一般也

会有筵席之费。 故从事这样的风雅之事，确需有钱、有闲，而晚清以来的新知识阶层有钱、有闲者不

在少数。

甲午海战后，特别是辛亥革命后出现如此多的曲社组织，也得益于现代社会提供的许多有利条

件，如电话的普及便于社员之间联系、交通的快捷便于曲社之间的串联、摄影技术可为曲社雅集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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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记忆、电力照明延长了人们一起休息娱乐的时间等，这都是此前曲社组织无法相比的。

新型曲社最为有利的条件则是有便于宣传鼓吹的报刊、广播、唱片和演出场所的易于获得。 曲

社的活动形式主要是同期和彩串两种。 同期、彩串所演唱的都是曲、白完整的折子戏，所不同的是

同期是桌台清唱，彩串是粉墨登场。 曲社活动多以桌台清唱为主，但晚清以来粉墨登场者亦颇多。

曲社凡有彩串，一般假借戏园或新式大学、中学等学校、机关的礼堂。 演出前一般都会与职业戏班

一样，提前在各种报刊登载演出信息。

曲社成员知名者，常受高亭、百代、开明、胜利等唱片公司之邀制作唱片，如俞粟庐、甘贡三、殷

震贤、袁萝庵、项馨吾、贝焕智、徐炎之等著名曲家皆有唱片传世。 著名曲家有时也会受广播电台之

邀在电台播放清唱曲目。 如 1936年冬，河北省立法商学院（位于天津新开河）学生王怡古、熊履端、

陈宗枢、高润田等发起、组织“一江风曲社”，该社于 1937年春，应天津青年会广播电台之约，每周六

晚上清唱播音一次，故颇有影响。 又如 1947 年 8 月 24 日昆山当地的报纸《旦报》报道说：“本县景

伦曲社应上海《申报》社之邀请，定今日下午七时起至九时止，在上海成都路 470号亚美麟记电台参

加该社举办之星期特别广播，播唱昆曲。 该社各社友定今日晨搭车联袂赴沪。”天津一江风曲社及

昆山景伦曲社皆为当时很普通的曲社，至于沪、苏等地的殷震贤、傅侗等著名曲家，则更多被电台邀

播的机会。

故从各方面看，甲午海战后，特别是辛亥革命后的社会客观环境更便于文人阶层组建曲社，各

种曲社组织借助各种现代传媒，也更便于产生社会影响。

二、 文人的文化担当与社会参与

如果说甲午海战后的新型知识阶层自发组织各种曲社，在客观效果上有传承昆曲文化之实，而

其中当然也有文人遣兴消闲、自娱自乐的成分，发扬国粹、传承文化在有些文人那里仍不是一种自

觉主动的行为。 但我们也应看到，甲午海战后也的确有相当多的文人，以传承民族文化自命，自觉

担当，这一点最显著地表现在他们对昆曲艺人的扶持、指导方面。

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即是上世纪 20年代初昆剧传习所的筹办。 清乾隆年间，苏州、南京、杭州等

大城市尚有以百计数的坐城昆班，但长期的太平天国战事使得江南缙绅及昆班遭遇重大打击，再加

上乱弹班对城市商业戏园的强势占领，至上世纪 20年代初，真正的昆班已很少有机会在戏园演出，

实近于散班。 苏、沪的曲家们对此皆深感忧虑。

1921年 8月，由曲家张紫东、贝晋眉、徐镜清发起，并在汪鼎丞、吴梅、李式安、潘振霄、吴粹伦、

徐印若、叶柳村、陈冠三、孙咏雩的赞助下，共同组成十二人的董事会，集资千元（银元），决议创办

“昆剧传习所”，为濒临绝境的昆班培养后继人才。 开班半年后，因办学经费不足，经联系洽谈，著名

实业家、曲家穆藕初愿主动承担昆剧传习所费用。 1922 年初，经穆氏筹划，以“昆剧保存社”名义，

号召江浙著名曲家项馨吾、殷震贤等 28 人会串三天，假座上海夏令配克戏院，自 2 月 10 日晚至 12

日晚共演出折子戏 30 余折，票房收入净余八千多元（演出费用由参演曲家共同分担），悉数充作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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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传习所经费。 穆藕初接办昆剧传习所后，前后出资约 5 万元，独自承担每月日常开支，招收学员

由原定 30名扩展为 50名，学习三年毕业改为五年毕业（传习所先后共招进学员约 70名，经陆续淘

汰，取得“传”字艺名者实为 44名）。 传习所采用新式办学，规定不准打骂学员，提供膳宿，学习成绩

优异者还有实物奖励，每月发奖金 1元。

传习所学员出科前夕，适逢穆藕初经办纱厂失利，已无经济实力支持传习所，他把顾传玠﹑朱传

茗﹑张传芳﹑倪传钺等部分学员请到家里，很沉痛地说：“我破产了，没有钱来支持昆曲事业了，好在

你们已经长大，以后自谋出路吧！”1927 年 10 月，穆藕初便将所务移交给上海实业界人士、曲家严

惠宇和陶希泉两先生接办，传习所正式改组成新乐府昆班。 严惠宇与陶希泉合作投资二万银元，并

花四千余元购置了一堂十蟒十靠的全副新衣箱。 特租上海笑舞台广西路为专演场所，对外称“笑舞

台新乐府昆戏院”。 初始演出效果很好，但后来卖座并不理想，最终撤离笑舞台。 后又曾在大世界

演出二年。 1931 年 4 月，因传子辈演员内部发生矛盾，与严惠宇、陶希泉也发生冲突，严、陶遂将购

置衣箱收回，不再过问新乐府事。

1931 年 10 月，传字辈演员倪传钺、周传瑛、赵传珺等自筹资金购置衣箱，集体经营戏班业务，

以仙霓社为班名，在上海大世界演出。 因淞沪战争爆发，乃返苏州，后在昆山、太仓、无锡及杭、嘉、

湖等地跑码头，包银、食宿皆由各地曲社安排，自己不负盈亏。 1937 年，“八·一三”战争爆发，日本

侵华军狂轰滥炸，烧毁了他们的全副衣箱，仙霓社被迫辍演。 后仙霓社曾租借行头坚持演出，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终因观众稀少，难于维持，遂于 1942 年 2 月宣告散班。 至此，中国近代最后一个纯

正昆班永远退出历史舞台②。

从昆剧传习所的创办到仙霓社的最终解体， 这一段历史令人百感交集！ 昆剧传习所的创办近

些年始终受到人们关注，根本原因则是仙霓社虽然最终解体了，但昆剧传习所培养的一批传字辈演

员却在后来昆剧演员的传承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如果没有这一批演员，中国当代昆曲舞台艺术

的传承将完全是另外一种局面，传字辈演员当然功不可没！

但当我们讨论传字辈演员的历史及其功绩时，我们不能不指出，昆剧传习所的创办和昆曲生命

的延续，其根本的推动力恰是一大批非以昆曲为职业的曲家、文人，而非传字辈演员本身。 演员因

生存的考虑改行（如传字辈演员中最著名的顾传玠）本无可厚非，如果他们选择继续留在业内也大

多出于生计的考虑。 从张紫东、贝晋眉、徐镜清等最早发起创意的十二董事，到后来接办传习所有

大功的穆藕初以及组办新乐府班的严惠宇、陶希泉，正是这一大批主要出自对民族文化传承有自觉

担当的文人曲家们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其实，对传字辈演员培养有功绩者，又不止上面提及的传习所十二董事和穆藕初先生。 如曲家

徐凌云（1886-1966），本为 1921 年初创办的昆剧保存社的主要成员。 1922 年，为了为昆剧传习所

筹资，他与俞粟庐、穆藕初共同发起江浙著名曲家会串。 后来传习所学员赴沪“帮演”期间，免费提

供自家“徐园”为演出场所，借与戏衣行头，还亲自向周传瑛等授艺。 又如著名学者张宗祥（1882-

1965），曾慷慨出资，以教一出戏百元的报酬，选派姚传芗向全福班名旦钱宝卿学习。 他还资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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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戏代价，派朱传茗、张传芳、华传萍、姚传芗向全福班名旦丁兰荪学习，加工《思凡》《琴挑》《絮

阁》《惊梦》等折子戏。 为提高传字辈演员的文化素养，他主动提出让周传瑛、张传芳、姚传芗、华传

浩、刘传蘅等五人至其寓所，教授《幼学琼林》，连续数月［4］（P.70）。 又如 1931年传字辈演员自行重组仙

霓社班时，张元济先生（1867-1959）曾慨然捐赠银币 100 元，作为开办费。

这些新型知识人提倡民族文化，不遗余力，今日尤令人动容！

以上所论皆围绕昆剧传习所和传习所学员，晚清以来知识阶层对昆曲的扶持，当然绝不限于昆

剧传习所和昆剧传子辈演员。 太平天国战事使南方昆曲力量遭遇严重打击，在中国北方的北京、河

北一代，由于战前早已有昆班人员入京（如所谓“徽班”），再加上清廷和醇亲王奕譞（1840-1891）等

人的提倡，故民国初期所谓的“昆弋班”尚有不少昆曲传统力量保存。 1915 年、1916 年，在齐如山等

人的鼓动下，梅兰芳先后在北京排演了十余出昆曲戏，在北京知识阶层引起很大震动，北京大学等

高校的师生常常前往观看。 自梅兰芳有意提倡昆曲之后,北京的昆曲演出稍显振作。 因为梅的昆曲

受欢迎，1917 年，河北昆弋班的老艺人先后被邀请到北京组班。 陈荣会、王益友、侯益隆、陶显庭、

郝振基、韩世昌、白云生等组织的荣庆社在天乐茶园演出，常卖满堂。 北京大学的毕业生王小隐、顾

君义等乃组织“青社”，专门为荣庆社主角韩世昌作义务宣传，因韩世昌字君青，故名“青社”。 1927

年，由傅芸子、傅惜华兄弟倡议，重整旗鼓，再组青社，为揄扬韩世昌的昆曲艺术撰写评论文章。

1933 年 12 月，由北京大学刘半农发起，参加者有齐如山、郑振铎、余上沅等，组织昆弋学会。 该会

的宗旨是：一，提倡和研究昆曲、弋腔艺术；二，整理编演昆弋剧目；三，介绍昆弋剧团到国外演出；

四，维持昆弋班社（当时由韩世昌、侯益隆、陶显庭、郝振基、白玉田等在京、津、冀中演出的班社）。

吴梅先生弟子、曲家王西徵（1901-1988）30 年代在北京时曾与与北方昆弋班的演员广交朋友，动员

郝振基和陶显庭加盟荣庆社，并出资为荣庆社制作舞台天幕，又为侯永奎延师［5］。

最后我们不妨以曲家殷震贤（1890-1960）事作为本节的收束。 殷震贤为民初居于上海的著名

曲家，为上海赓春、平声、青社等曲社主要成员，曾受邀参加江浙名人会串。 殷氏曲唱的传人柳萱图

先生曾追忆说：

他是当时上海著名的伤科医生上海有名的昆曲清客，家学深厚，唱曲子自成风格，被曲友称作“殷

派”。 ……他严守清客的风范，教人唱曲从不收钱，认为清曲是雅致的爱好，不能用它谋利。 ……他还经常

帮助穷苦艺人，像沈传芷的大师兄、大堂兄沈盘生是全福班的老艺人，在上海找不到班搭，也没有人请他

拍曲，殷老师就收留了他，让他在自己的诊所里当挂号先生，沈盘生因为戏演惯了，端茶送水的动作都用

上了戏台上的台步身段③。

三、 文化传承之关键在教育

文化传承主要依赖教育，昆曲一道亦然。 晚清以来的新型知识阶层，有相当多在大学、中学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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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教职，培养学生，从而产生更大的社会影响力。

中国大学曲学薪火的授受最引人瞩目的是吴梅先生及其弟子们。 1917 年 9 月，锐意教学改革

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慕名聘请吴梅（1884—1939）到北京大学任昆曲组的指导教师，随后北大国

文系又开设了戏曲课请他任教，北京高等师范也慕名聘请他兼任中国文学系教师。 吴梅先生在北

京大学等高校教授戏曲，可以说是影响 20世纪中国戏剧学学术史的大事。 自吴梅受聘在北京大学

教授昆曲之后，高等学校戏曲课程的开设也不再是新奇之物。 1922 年秋，吴梅又应国立东南大学

校长郭秉文、国文系主任陈钟凡的邀请，至东南大学（以及后来的中央大学）教授词曲，先后开设的

课程有“曲学通论”“南北词简谱”“曲选”等课程。 任讷（1897—1991）为吴梅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

生，1922 年、1923 年，他曾先后在上海大学、南方大学、复旦大学等学校教授词曲。 卢前（1905－

1951）为吴梅在东南大学任教时的学生，自 1927 年至抗日战争爆发，卢前先后在南京金陵大学

（1927—1928）、广州中山大学（1928）、上海光华大学（1929—1930）、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学（1930－

1931）、河南大学（1931—1933）、暨南大学（1932—1937）等高校教授词曲。 顾随（1897—1960）也是

吴梅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自 30年代起，他先后在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

高校教授诗、词、曲课程，前后达二十多年之久。 王西徵（1901—1988）在南京高等师范（后改为东南

大学）时，曾选修曲学吴梅词曲课程，大学毕业后担任北京艺专校长，又历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燕

京大学和东北大学教授，主讲词曲。 俞平伯（1900—1990）在北京大学读书时，曾师从吴梅习词曲，

1925年以后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等高校任职，主讲明清戏曲、小说、词选。 1936 年

3 月，组织清华大学师生在其寓所成立谷音社。 浦江清（1904—1957）1922 年 9 月考入南京东南大

学，师从吴梅攻读词曲，并学唱昆曲。 1926 年 8 月自东南大学毕业后，经吴宓推荐进清华研究院国

学门，任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助教。 1929 年 9 月，转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任教。 抗日战争爆发后，

经长途跋涉至昆明西南联大，1938 年秋升任教授。 1944 年在校开讲《词选》和《曲选》等课程。 抗战

胜利后，于 1946 年 10 月返回北平，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戏曲史。 1952 年 10 月院系调整后入北

京大学中文系，担任戏曲选和戏曲史课程。

民国时期昆曲的传授，除吴梅先生及其门人弟子外，国内其他学者教授从事此道的还有不少。

爱新觉罗·溥侗（1877—1950）长期在京主持言乐会、兰闺雅集等业余昆曲社集，1929 年应聘任清华

大学曲学导师，同时又在北京其他大学教授昆曲，1933 年始辞职南下。 他先后培养了大批学生，如

清华的汪健君、陈竹隐，北大的廖书筠，业余爱好者袁敏宣、马伯夷、张澍声、叶仰曦等。

1922 年吴梅辞去在北大的教职时，荐举许之衡（1877—1935）继续在北大教授曲学。 自 1923

年 10 月起，许之衡先后在北京大学开设过“戏曲”“戏曲史”和“中国古声律”等课程。 1939 年，北京

大学为其文学院和工学院学生课余选修昆曲而在文学院艺文研习会设昆曲组，聘许雨香（1881—

1959）任导师，为学生拍曲说戏，许亦在北大兼教诗词课程。 经许雨香传授指导，自 40 年代以来，在

昆曲、戏曲和民族音乐研究方面有显著成就的学生如：陈古虞（1947 年继乃师任北大艺文研习会昆

曲组导师，后曾任教于山东大学、上海戏剧学院）、李啸仓（1947 年任北平艺专昆曲组导师，后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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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中国戏曲研究院）、刘吉典（中国京剧院京剧音乐研究家）、俞琳（原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中国戏

曲学院院长）、傅雪漪（中国艺术研究院昆曲及古典音乐研究员）等。

童斐（1865—1931），前清举人，曾长期任常州中学校长（1913—1925），他在学校课余游艺会成

立昆曲组，教授学生昆曲，刘半农、刘天华、瞿秋白、张太雷、钱穆、吕叔湘、储师竹等都曾跟他学习。

1925年，童斐至上海光华大学任国史系主任，开设曲学课程，曲家张允和等即受教于此时。

谢庆溥（1876—1939），扬州曲家，1925 年与徐仲山等组织扬州广陵曲社。 曾应童斐之邀至宜

兴和桥曲社指导，旋受聘于扬州第五师范、第八中学及省立扬州中学、江都县立中学任昆曲导师。

各中、小学教师及社会知名人士纷纷从其学曲。 1934 年，江苏省各厅局联合发起组成京江曲社，参

加者有公教人员 60余人，他应邀去该社任教。 又任江苏省立护士学校、助产学校、镇江师范昆曲教

师。

童曼秋（1880—1964），上海曲家，民国初年任职天津北宁铁路管理局时，曾与王季烈、许雨香、

袁寒云等组织业余昆曲活动。 1938 年迁居北平，被聘为沦陷时期傅惜华主持的北京国剧学会昆曲

研究会顾问。 40 年代初曾在中国大学国学系曲学研究会教昆曲，向刘吉典等人传授《探庄》《打虎》

等戏。

吴粹伦（1883—1941），苏州曲家，昆剧传习所十二名董事之一。 1924 年，吴粹伦受聘任昆山县

立中学首任校长。 在他倡导下，学校学生会文艺部中创设昆曲组。 他热心倡导昆曲，参加活动的师

生达数十人之多。 吴亲自动手刻印昆曲曲谱等教材，一字一句教唱《渔家乐》《邯郸梦·仙圆》等曲

目，为在学校中推广昆曲不遗余力。

吴承仕（1884—1939），前清举人，著名经学家，1922 年曾与王季烈、袁寒云、赵子敬等京中名流

参与爱新觉罗·溥侗组织的言乐会。 1926 年应聘任中国大学国学系主任，规定“昆曲实习”学生选

修课，聘请笛师何金海、高步云为讲师，专门教授昆曲。

甘贡三（1889—1969），南京曲家，1932年任国民党中央文化计划委员会委员时，曾兼任公余联

欢社戏剧部昆曲组组长，后与溥侗、吴梅、仇莱之等切磋昆曲，并组织紫霞社。 1942 年受聘担任北

碚重庆师范学校昆曲教师。 抗战胜利后回南京，1946年任江宁师范学校昆曲教师。

胡山源（1897—1988），著名作家，1924 年受聘为苏州乐益女子中学教务主任，因校长张冀牖、

韦均一夫妇及其子女元和、允和等都善唱昆曲，他受影响也开始迷上了昆曲。 从 30 年代到 40 年

代，他历任之江大学、东吴大学、华东大学教授，主讲文学概论和词曲课。

华粹深（1909—1981），自幼喜好京、昆艺术，1935 年自清华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后受聘任教

中华戏曲专科学校，教授文史课程。 后在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北平部等校任教,事戏曲教

育和理论研究。 1947年被聘为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讲明清文学等课程。

从各方面情形来看，自 20 年代后期至抗战爆发前，国内高等院校戏曲（包括昆曲）传授之盛可

谓空前绝后。

与高校、中学的曲学授受相应，大量曲学著述也相继问世。 这些著述主要是昆曲音律研究及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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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曲谱等方面。 曲律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有姚华《曲海一勺》（《庸言》第一卷，1913）、吴梅《顾曲麈谈》

（《小说月报》第五卷，1914）、《曲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19）、袁寒云《寒云说曲》（《游戏世界》，

1921）、许之衡《曲律易知》（许氏饮流斋刻本，1922）、天虚我生陈蝶仙《学曲例言》（附印于《遏云阁曲

谱》，1920）、吴曾祺《读曲例言》（附印于《昆曲缀锦》卷首，1926）、俞粟庐《度曲刍言》（《剧场报》，

1924）、王季烈《螾庐曲谈》（附印于《集成曲谱》，1925）、童斐（伯章）《中乐寻源》（商务印书馆，1926）、

刘富梁《歌曲指程》（吉林永衡印书局，1930）、华连圃《戏曲丛谈》（商务印书馆，1936）、朱尧文《谱曲

法》（《戏曲》杂志，1942）、管际安《度曲杂说》《度曲歌诀》（《戏曲》杂志，1942）、项远村《曲韵探骊》（西

南工务印刷所，1944）、杨荫浏《歌曲字调论》（《礼乐》第 1期，1945）等。

民国以来，各地曲社林立，昆曲习唱一时成风，各种昆曲谱的编印更成为现实需要，著名的如殷

溎深校订、昆山国乐保存会同人编《昆曲粹成》（上海朝记书庄石印，1919），殷溎深原稿、张余荪校正

《增订六也曲谱》（上海朝记书庄，1922），苏州道和俱乐部编《道和曲谱》（上海天一书局，1922），王季

烈、刘富梁编订《集成曲谱》（商务印书馆，1925），张余荪编《昆曲大全》（上海世界书局，1925），吕梦

周、方琴父编《昆曲新谱》（上海华通书局，1930），怡志楼昆曲研究社编印《怡志楼曲谱》（1935）等，北

平国剧学会昆曲研究会编印的《昆曲集锦》（1938 年至 1941 年陆续石印），王季烈编《与众曲谱》（天

津合笙曲社石印本，1940），褚民谊主编《昆曲集净》（1943）等。

至于谱曲方面，徐镜清曾为吴梅所作杂剧《高子勉题情国香曲》谱曲，吴粹伦曾为吴梅所作杂剧

《湖州守干作风月司》谱曲（皆被收入 1932 年出版的《霜厓三剧歌谱》中），刘富梁曾为《燕子笺》谱

曲，吴梅大为赞赏，即将自作的《无价宝》和《惆怅爨》中的《杨枝妓》《钗凤词》请其订谱。

四、 结 论

甲午海战后，特别是辛亥革命后，新型知识阶层组织了为数极为可观的各类曲社，大力支持和

参与了昆曲职业艺人的演艺活动，在各类大学、中学普遍开展曲学授受，发表各类相关昆曲的学术

著述等，凡此皆为历史事实。 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新型知识阶层大多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声望，

在当时大众文化传媒中拥有无可置疑的话语权，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近代是否为昆曲史上最为衰

微的一段历史时期？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文化结构逐步建立。 二战以后，世界各国的

脑力劳动者（薪金阶层）与体力劳动者（工资阶层）的薪酬差距从总体来看渐趋缩小。 在人民民主专

政的新中国，这一点也表现得非常显著，特别是 50年代中期以后。 各种职业艺人的政治地位（包括

昆曲演员）空前提高，成为新社会文化改革和建设的“文艺工作者”，而知识分子由于大多来自旧中

国的国统区，长期背负有待“思想改造”的包袱。 这样知识分子过去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优越地位

不复存在。 在新中国，国家权利在文化传承与生产中真正成为主导性力量，昆曲艺人（主要是 1956

年后相继建立的六个昆剧院团）事实上成为各类工作的中心和重点，虽然也有些知识分子被吸收参

与职业演员的培训和教育工作，但从总体而言，其文化传承和建设的主导性作用不复存在。 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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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逐渐成为各个行业的专业人士，其主要职责是做好本职工作，而其他文化工作（包括昆曲）被认为

是“业余”性质的参与。

在过去，知识分子乃是各种传统雅文化（包括昆曲）生存的土壤，而新中国成立后逐渐成长起来

的一批知识分子，对于自己专业之外的各种文化工作大多也是隔膜的，他们一般也没有能力对自己

专业之外的各种文化工作指手画脚。 这样昆曲逐渐成为以演员为中心的、脱离其文化土壤的一种

戏剧“表演艺术”或技艺，生存困境日甚一日。

事实上中国政府并非不重视昆曲的传承与发展工作，1956 年昆剧《十五贯》成功上演后，政府

部门相继组建了六个专业剧团。 面对 80 年代初昆曲的现实窘境，1986 年文化部专门成立了文化

部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 在昆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的 2004 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分别作了

“抢救、保护、扶持”的重要批示，其后文化部、财政部制定印发了《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

程实施方案》，各种传承和扶持工作仍是以职业演员为着眼点的。 而昆曲每传一代，折子戏即丧失

过半的局面，仍未根本改变，甚至愈趋严峻。 何以如此，值得我们深思！

如果再考虑到二战以来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的无孔不入，文化领域功利主义的日渐流行，中国

各种传统雅文化（包括昆曲）的传承前景，不能不令人忧心忡忡。

注 释：

① 陈独秀（署名“三爱”）《论戏曲》，《安徽俗话报》1905 年第 11 期。

② 以上相关传字辈演员历史，主要参考桑毓喜《昆剧传子辈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4 页至

106 页。

③ 《曲事杂忆》，柳萱图口述，洪巍、黄敬斌整理，据 2012 年 3 月 29 日上海网络广播戏剧曲艺频率《京昆雅韵》

节目柳萱图先生纪念专集播讲录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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